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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60 年代历史剧创作争鸣的再讨论 

伏涤修
1
 

(浙江传媒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20 世纪 50 年代初叶,对杨绍萱剧作“反历史主义”创作倾向的批评风潮,未能真正解决历史剧创作

的理论和现实困境,新编历史剧创作出现几年的萧条。20世纪 60年代初期,伴随新编历史剧的创作高潮,对历史剧的

时代精神、历史剧创作中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的关系等又进行了争鸣,这次争论虽然学理阐述比较充分,然而,由于

过分强调古为今用和为现实政治服务,新编历史剧往往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却伤害到历史剧创

作的历史真实原则。 

【关键词】：历史剧 “反历史主义” 历史真实 古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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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年代初叶，杨绍萱创作的神话传说剧和历史剧过分地追求“古为今用”，明显有悖传说故事的原来面貌和历史真

实，当代色彩过浓，故戏剧文化界掀起了一场反对“反历史主义”创作倾向的批评风潮。20世纪 60年代初期，伴随新编历史剧

的创作高潮，人们对历史剧的时代精神及创作原则等进行了广泛的争鸣，吴晗等人强调历史真实，李希凡等人强调艺术虚构，

这次争论虽然学理阐述比较充分，但由于那时古为今用精神和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过强创作语境，故历史真实原则只是注重史实

者的理想乌托邦，当时的历史剧创作更多地成为了图解历史的工具。这一时期两次历史剧创作争鸣的深刻教训应当引起我们的

重视和反思。 

一、20 世纪 50 年代初叶对“反历史主义”的批评只具有个案意义，未能真正解决历史剧创

作原则问题 

20 世纪 50年代初期，杨绍萱创作的神话传说剧和历史剧引起了一场急风骤雨式的有关历史剧和神话剧历史性的论争，思想

学术界一般将这场论争冠之为对“反历史主义”创作倾向的批评。按照“反历史主义”的批评者艾青的说法，所谓“‘反历史

主义’，就是当处理历史题材和古代民间传说的时候，把许多只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中的人物和事件，拉扯到现代来，加

以牵强附会的比拟，或是把只能产生于今天的观念和感情，勉强安放到古代人物的身上去”[1]。 

杨绍萱 20 世纪 40 年代执笔主创的新编京剧《逼上梁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誉，1949 年后他担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的副局

长，为当时正在全国推行的旧剧改造即“戏改”运动掌门人之一。他当年创作的《逼上梁山》虽然艺术水准并不很高，剧作内

容上也作了偏离传统故事的较大程度的改造，但由于此剧所体现的历史发展观、历史剧创作观颇为适合当时的需要，故在受到

称赞后成为解放区新编历史剧的一面旗帜，杨绍萱本人也因此具有特别良好的自我感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戏改”

运动中，旧的历史戏大多不合新时代的思想政治要求而受到批评乃至禁演，新编历史剧一时也较少出现而显得沉寂，上演的多

是表现当时现实生活的“解放戏”。为了给剧坛增加新的剧目，杨绍萱创作《新天河配》(又名《牛郎织女》)、《新大名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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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兔记》和《愚公移山》等神话剧和历史剧，杨绍萱这些剧作的突出特点是古为今用，借神话和历史反映现实，结合当时抗美

援朝、土地改革等国内外形势，对原来已有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进行重新改编，为了实现服务现实的目的，他对故事的主题、

人物和情节进行了大幅改造，他的编撰有的离长期流传的传说和史实太远，有的甚至把原来的故事改得面目全非。杨绍萱的剧

作发表后，艾青在 1951 年 8 月 31 日《人民日报》发表《谈〈牛郎织女〉》，对当时新编的几种“牛郎织女”故事剧作进行了评

价，文中点名批评了几个“牛郎织女”戏，其中包括杨绍萱的《牛郎织女》。艾青此文只是一般的文艺批评，虽然点名批评了杨

绍萱的《牛郎织女》但并非专门针对他一个人的剧作，而且用语也较为和缓。然而杨绍萱在同年 11月 3日《人民日报》发表《论

“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危害性——评艾青的〈谈“牛郎织女”〉》，不仅拒绝艾青的批评，还对艾青作了上纲上线

的政治批判。紧接着，不仅艾青在同年 11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表《答杨绍萱同志》，另有多人也撰文批评杨绍萱“反历史主

义”的创作倾向。同年，11月 15 日、17日《人民日报》分别以《反对戏曲改革中的反历史主义倾向(读者来信)》《拥护对反历

史主义倾向展开群众性的批评(读者来信)》为题发表江萍、吴运兴等十多位读者来信，《文汇报》《上海大公报》《戏曲报》《人

民戏剧》等多种报刊也集中发表多位戏剧界、理论界人士的批判文章，马少波、光未然、阿甲、何其芳等均撰文批评，他们不

仅严厉抨击杨绍萱“反历史主义”的创作观，一些批评者还对杨绍萱面对批评时的傲慢与恶劣态度进行了厉声厉色的反批评，

批评杨绍萱的人不少也用杨绍萱所采用的政治批判的方式与语言来对他进行反击。许多人批评的政治火药味非常浓厚，作为宣

传、文化战线领导的周扬更是于 1952 年在《改革和发展民族戏曲艺术——十一月四日在北京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的

总结报告》中以领导者的身份公开斥责“反历史主义者，例如杨绍萱同志”，“不顾历史的客观真实而任意地杜撰和捏造历

史”[2]，这等于宣判了杨绍萱“反历史语义”戏剧创作观的“死刑”。杨绍萱从开始时面对艾青批评时的趾高气扬、不容他人置

喙，到后来面临众人集中批判时的一味受批，处境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杨绍萱不仅其戏曲创作观在这场论争中完败，他本人也

受到了严厉的组织处理，他 1952 年被免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副局长职务，1954 年调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1961 年被开

除党籍，他的戏剧创作生涯从众人对他的批判开始完全中止，他个人的人生命运也因这场争论而被完全改变。这位“反历史主

义”的剧作家被调任历史系教授，这样的处理安排对他来说也颇具反讽意味。 

按理说，经过这场论争，“反历史主义”创作倾向的危害已被人们充分认知，应当历史主义地对待历史、历史剧应当尊重

历史真实的创作原则也进一步确立，新编历史剧创作应当健康、繁荣地发展起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对杨绍萱过分有违历史

真实的创作倾向的批评更多地是对杨绍萱个人的批评，这场论争、批评中确立的历史剧创作原则未能真正贯彻于历史剧创作和

批评中。杨绍萱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表现出的“反历史主义”创作倾向并非源自他这一时期创作的几部神话剧和历史剧，早在

他 20 世纪 40 年代创作的《逼上梁山》已经显露这一特征，由于《逼上梁山》已经被奉为新编历史剧创作及整个新文艺创作的

圭臬，故对他的剧作的批评仅限于 20世纪 50年代的作品，他主创的《逼上梁山》数十年间始终被当作是旧剧革命成功的样板、

旗帜，无人敢于置喙《逼上梁山》中存在的类似问题。此外，郭沫若等人解放前创作的历史剧也都存在和杨绍萱剧作同样的问

题，20世纪 50、60 年代也无人对郭沫若历史剧进行“反历史主义”的批评。对杨绍萱“反历史主义”的批评只具有个案意义，

古为今用、为现实政治服务依然是当时历史剧创作的根本准则。在对杨绍萱“反历史主义”创作倾向进行批评之后，由于当时

依然强调对旧剧封建性的批判，强调文艺要表现人民新生活，反映新的时代精神，历史剧创作在“推陈”的同时还要“出新”，

要古为今用，而新编历史剧创作很难做到既尊重历史真实又很好地为现实政治服务，故历史剧创作出现了几年的萧条。20 世纪

50年代末60年代初又出现一波新编历史剧的创作高潮，但这些新编历史剧依然程度不同地存在“反历史主义”的问题。 

杨绍萱的戏剧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他不顾历史剧的历史内涵，一味把历史剧当做“为现实政治服务

的工具”的指导思想，他的关于神话故事剧“可以不管历史上的时代性”而主要需要注重“剧本产生时代的时代性”的提法[3]，

对于历史题材戏曲作品的创作，无疑具有很大的危害性，通过文艺论争的方式对其进行批评很有必要，然而用批判的方式来对

待他的主张和作品，甚至对他进行组织处理，这就确实不够客观且带来了负面后果。论争后期，在对他一边倒批评的情势下，

根本就不再有杨绍萱反驳的声音出现，杨绍萱主张中的可取之处:如他强调历史剧和历史不是一回事，历史剧应当存在虚构，历

史题材剧作既可以有历史剧也可以有和历史关联度小一些的“故事剧”，也很少有人提及。在这样的论争之后，历史剧创作或

者容易囿于旧的条条框框，或者容易处在违反历史真实的境地，剧作家们左右都容易得咎，新编历史剧呈现一段时期的萧条也

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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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 世纪 60 年代初叶的历史剧争辩虽然充分而激烈，但并未达成历史剧创作原则的共识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至 20 世纪 60 年代初，历史剧创作又繁荣起来，1960 年齐燕铭《历史剧和历史真实性》称:“从 1958

年以来，全国各地新创作的历史剧，包括话剧、戏曲、歌剧、舞剧等各种形式，已经有七十多个。”[4]49这还仅是 1958 至 1960

年的历史剧，如果加上 20世纪 60年代前几年，历史剧目就更多。这些新编历史剧不少出自名家之手，郭沫若《蔡文姬》《武则

天》，田汉《文成公主》《关汉卿》，曹禺《胆剑篇》，吴晗《海瑞罢官》等均创作、发表于这一时期。伴随历史剧创作高潮而来

的，是历史剧创作原则的又一次大争论。争论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历史剧的古为今用和如何表现时代精神;二是历史剧的历

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三是如何评价和表现封建统治阶级中的英雄人物;四是如何表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争论的核

心焦点是历史剧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的关系。其中吴晗、朱寨、张炯、高端洛等强调历史剧不仅要求

历史本质的真实，同时也要求历史事实的真实;李希凡、王子野、廖震龙、乌强等强调历史剧的戏剧艺术属性，过分强调艺术虚

构，他们认为历史剧主要应忠实于历史生活、历史精神的本质真实，而不是忠实于一切历史事实、历史细节;茅盾发表长篇专论，

虽未直接进行辩争，但其观点偏向、接近强调忠于历史事实的吴晗一方。 

吴晗先后发表多篇文章，阐述他对历史剧的看法。他虽然也认为历史剧不同于历史，两者有区别，但他更强调历史剧和一

般戏剧不一样，吴晗的基本观点是:“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人物、事实都是虚构的，绝对不能

算历史剧。”[5]“既然是历史剧，必然要受历史真实性的约束，在时代背景，主要人物和事件等方面，决不能凭空捏造，或者以

今时今地的思想意识去强加于古人，让古代人穿戴古代衣冠，却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思想感情。相反，新的历史剧在主

要方面，亦即人物、事件、时代背景方面，必须基本上符合于历史真实，从这方面说，历史剧是和历史有联系的，是不可以不

受历史真实性的约束的。违反了这一点，即使文艺价值极高，戏剧性很强，叫什么剧都可以，却不大好称为历史剧。”[6]吴晗认

为，历史剧虽然本质上是戏剧，但有特殊历史文化内涵，历史剧和一般题材的文艺作品有所不同，它还带有普及历史知识的作

用，历史剧里的人和事不能距离史实太远。他认为《杨门女将》这类戏只能算是故事剧而不能算是历史剧，因为剧中的人物和

事实都是戏剧家的虚构，在历史上找不到根据。此外，针对有人主张历史剧应当反映现在的时代精神，吴晗提出:“所谓历史剧

的时代精神、历史剧所要体现的时代精神，是指它所表现的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而不是今天的时代精神。”[7] 

李希凡虽然也承认历史剧必须忠实于历史生活，不过他认为历史剧对历史生活的忠实是“忠实于历史生活、历史精神的本

质真实”，历史剧的内容只要不违反历史生活、历史精神的本质真实，只要不违反它所表现的历史事件的时代生活的真实，就

是可以允许的，如果“片面地解释忠于历史事实，就会束缚作家的艺术虚构，艺术创造”[8]25。他认为历史剧终归是戏，针对吴

晗对历史剧和历史的联系、对历史剧历史事实的强调，李希凡回应道:“历史剧必须在完整的意义上是戏剧艺术，而不是其他。

这里也没有什么主要是戏，次要是其他的问题，更不是按照戏的办法写历史的问题，它就是戏。所谓‘历史剧’，是和现代剧

相对照，从它的题材意义上讲的。”
[9]45

他认为“历史和历史剧的关系，只能是相像或者接近于文学作品和生活的关系。生活是

艺术的源泉，但艺术绝不是生活的再版”[8]19，历史只是历史剧的素材，如果让历史剧担负起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就会背离历

史剧的戏剧本性。按照这样的历史剧观，李希凡不认同吴晗的某些杨家将戏不能算作历史剧的说法，他认为吴晗关于“历史剧”

和“故事剧”的划分并不科学，“‘历史剧’和‘故事剧’的划分，也是并不科学的……很难说那‘百分之九十五的故事剧’

里，就没有历史生活的印迹，也很难说那‘百分之五的历史剧’和新创作的历史剧里，就没有‘故事’”，李希凡认为“杨家

将戏，只要符合那个时代的历史生活的真实性，符合那个历史人物的性格真实，就是历史剧”[9]45-47。 

王子野《历史剧是艺术，不是历史》认同李希凡的观点，但表述更为激进，他对吴晗关于历史剧和故事剧的划分作了断章

取义的理解，他认为吴晗把故事剧归入艺术范畴，而把历史剧归入了历史范畴，王子野认为历史剧既然不是历史而是艺术，就

不应当受历史上真人真事的束缚，“历史剧之所以应当明确是艺术不是历史，就在于打破写真人真事的框框”[10]34。鉴于王子野、

李希凡等对历史剧历史文化内涵的淡视，吴晗撰写《历史剧是艺术，也是历史》一文，反问道:历史剧“既然不是历史，那又为

什么要叫历史剧呢?”吴晗承认“历史剧是戏，不全是历史，应该有虚构、夸张、集中，……把历史剧与历史等同起来，以对历

史的要求来要求历史剧，是错误的”，但是他也不同意割裂和淡化历史剧和历史的联系、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对立起来的观

点，他说:“可是，王子野、李希凡同志的看法，只是强调艺术真实，好像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是对立的，不相容的，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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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艺术真实;强调历史剧的虚构方面，忽视历史剧取材于历史的方面，甚至说‘历史剧是艺术，不是历史’。”[11]他认为艺术

真实应该是在戏剧中呈现的古人历史实践的真实，历史剧不能违背历史真实。 

此外，廖震龙、乌强等人也反对吴晗的观点，廖震龙《历史剧不是历史书》认为历史剧“要以符合历史本质真实为创造艺

术真实的目的”，历史剧“不仅在于写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还可以写可能发生的事情”[12]，乌强《关于历史剧的创作方法》

也说:“历史剧不仅仅是去描述那些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事，同时也要去描述那些依据一定历史条件所可能发生而在实际上并未

发生过的事(这样的成功的描述，不仅不违反历史真实，恰恰是符合历史真实的)。”[13]他们以历史本质真实代替历史事实，以

艺术想像的真实代替客观的历史真实，很容易在艺术想像真实、历史本质真实旗号的掩盖下导致历史剧创作的任意杜撰，如果

历史剧所写的多是“历史上实际未发生然而却有可能发生”的人和事，就只能导致历史剧创作的虚假事实、虚假情节，最终滑

入“反历史主义”的泥淖中。 

应当说，吴晗“历史剧是艺术，也是历史”的提法，从剧体分类、从逻辑学上讲确有不妥，吴晗此提法的语境是反对割裂

历史剧和历史的联系，目的是为了强调历史剧所包涵的历史内容;王子野“历史剧是艺术，不是历史”的提法，从剧体分类、从

逻辑学上讲没有问题，但王子野说吴晗认为历史剧属于历史范畴、故事剧属于艺术范畴、历史剧和故事剧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

别
[10]33-37

，这就纯属穿凿附会、捏造之辞。另外，吴晗把许多故事剧从历史剧中划分出去确不妥当，他这是以严格的理想化的历

史正剧标准来要求事实上客观存在的广大历史题材剧作，李希凡、王子野等人不同意吴晗关于历史剧和故事剧的划分，具有一

定的道理，但是李希凡等对吴晗这一观点及其他看法的批驳往往牵强附会、强词夺理，时常不顾吴晗话语本义，抓住吴晗字面

失当的小辫子而作极端化的纠谬发挥，这种不顾语境带有逻辑争辩式的论争，不仅不能使他们的观点令人信服，也容易给人逻

辑诡辩的感觉。 

朱寨直接参与了吴晗和李希凡、王子野之间的论争，他的观点和李希凡、王子野等针锋相对，而和吴晗观点接近。朱寨认

为，“历史剧必须有虚构并不等于它就可以不受必要的历史事实的约束”，“李希凡和王子野同志忽视历史剧的特点，反对写

历史剧要受到必要的历史事实的约束”，原因在于“他们都过分地强调了虚构”[14]，“不能把历史本质和历史事实对立起来，

在这儿本质是寓于具体事实之中的。世界上没有赤裸裸的本质的存在”[15]61。朱寨还认为，历史剧、历史小说确实能给人一定的

历史知识，“历史剧、历史小说由于反映了真实的历史事件，因而读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一些历史知识，……我国人民过去

和今天都从过去的历史剧、历史小说中获得了许多古代的历史知识”[15]64，可见朱寨直接呼应了吴晗的观点。 

张炯、高端洛等也属于强调历史真实派。张炯认为“历史剧之有别于非历史剧，就在于它有一定的历史根据，总是以一定

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基础，并且要求在历史发展的方向上、在一定的历史细节上，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违背历史发

展规律固然不允许，随意窜改历史事件和人物，完全无视富有时代与阶级特征的历史细节的真实，也是不可以的。因为这样它

就破坏了历史的真实感，不成为‘历史’剧了”[16]。高端洛也认为历史剧“是以历史上真人真事为题材创作的戏剧;……它应该

遵守忠实于历史真实的原则，否则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17]。高端洛还认同吴晗把历史题材剧作分为历史剧和传说故事剧的

意见，但认为吴晗“故事剧”的提法不妥，建议用“传说剧”代替“故事剧”的叫法。 

在这场有关历史剧的争论中，茅盾专门撰写了《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从〈卧薪尝胆〉的许多不同剧本说起》的长文，一

方面他认为“历史剧不等于历史书，因而历史剧中一切的人和事不一定都要有牢靠的历史根据”，历史剧可以采用不见于正史

的传说、异说，历史剧中“可以有真人假(想像)事，假人真事(即真有此事，但张冠故意李戴，把此真事装在想像的人物的身上)，

乃至假人假事(两者都是想像出来的)”，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历史剧的历史真实性，反对改写历史，他认为历史剧的“艺术虚构

不同于改写历史”，“改写历史和艺术虚构完全是两回事。艺术虚构是必要的，但改写历史却是要不得的，是反历史主义的”，

“我以为历史剧既应虚构，亦应遵守史实;虚构而外的事实，应尽量遵照历史，不宜随便改动。当然，为了某种目的而有意改动

史实，自当别论。如果并无特定目的，对于史实(即使是小节)也还是应当查考核实。因为历史剧的又一目的是给观众以正确的

历史知识”[18]。统观茅盾长文，他的观点和吴晗的观点接近，他强调的重点是历史剧应注重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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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年代初期有关历史剧的争论，各方亮出了观点，但是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不过虽然各家观点仍有分歧，各派意

见还是在论争、磨合中达成趋同的认识，历史真实派承认历史剧是剧，历史剧允许也应当、必须有艺术虚构;艺术虚构派承认历

史剧应当忠实于历史精神的本质真实，他们不愿也不敢给自己戴上“反历史主义”的帽子。虽然这场论争道理阐述得较为透彻，

但这一时期创作的历史剧，按照历史剧的评价标准来看，却普遍存在对历史断章取义、有乖史乘臆想杜撰的问题，甚至吴晗自

己创作的《海瑞罢官》也不符合他呼吁和期望的历史剧标准。究其原因，是在历史剧和现实政治关系的把握上，在历史剧古为

今用的具体运用上，历史剧创作陷入了应景服务的工具化境地中。 

三、20 世纪 50、60 年代新编历史剧创作都笼罩在“古为今用”的光圈下 

反对历史剧拘泥于历史事实的李希凡等人，表现上看是强调历史剧的戏剧属性，实际上更多的是为了迎合当时强调的历史

剧要古为今用和为现实服务的要求。吴晗等人在和李希凡等的论辩中不能理直气壮地反驳对方，也是怕被扣上反对古为今用和

反对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帽子。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人们对待历史、对待文化遗产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认知

态度，吴晗写有专文提倡厚今薄古、古为今用[19]，周谷城也发文主张坚持古为今用[20]。在论及历史剧的古今关系、价值作用时，

齐燕铭明确提出“历史剧的任务不仅仅是反映客观历史的真实，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历史的真实，从中取得教育和鼓舞的作用，

有利于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个思想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古为今用’”
[4]49

，张庚也称古为今用是历史

剧的灵魂[21]。应该说，20世纪 60年代初期有关历史剧的争论中，历史剧应当古为今用是所有人都认同、都不敢挑战与置喙的原

则，“编演历史剧，不是为历史而历史、为艺术而艺术，必须服从于为社会主义、为工农兵服务的目的，这是所有讨论文章一

致公认的原则”[22]，论争中属于历史真实派、观点和吴晗一致的沈起炜也说:“历史剧在今天，应当为无产阶级所用，为无产阶

级的政治服务。”[23]至于历史剧如何古为今用，是否可以借古喻今影射现实，历史剧如何反映时代精神，反映什么时代的精神，

人们的认识稍微有些分歧。20世纪 30、40 年代，郭沫若等人多借历史剧讽喻、批判现实，20世纪 60年代初叶的历史剧论争中，

人们一般只主张历史剧为现实政治服务而反对利用历史剧影射，更不用说批判现实了。在论及历史剧的时代精神时，除了吴晗

等极少数人主张历史剧应该表现剧作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而不是今天的时代精神，绝大多数人都主张历史剧应当表

现当时的时代精神。而正是为了表现当时的时代精神，新编历史剧在历史题材选择处理、历史人物评价与表现、史籍无载的人

民群众形象的塑造上，出现了有违历史真实、古人说今话做今事具有今人觉悟的情形。本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为

文艺作品的历史剧更是如此，无论是现当代人创作的历史剧，还是古人创作的历史剧，无不打上创作时代和创作者的印记，新

编历史剧出现古为今用现象，体现出当时的时代精神，并非不正常。关键是，当外力成为高悬在历史剧创作上的一柄利剑，当

整个舆论场过分强调历史剧的“古为今用”“为现实政治服务”，当剧作家们把历史剧的“古为今用”“为现实政治服务”当

成创作的核心追求时，这样创作出来的历史剧就很难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很难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尤其是当时出现的“翻案

剧”，往往貌似对历史进行了新的研究和解读，其实主要不是植根于对历史的深刻把握，而是为了古为今用的具体意图。 

郭沫若分别创作于 1959 年和 1960 年的《蔡文姬》和《武则天》就是这种为现实需要服务的翻案剧，作者公开宣称“我写

《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为了达到翻案目的，把曹操塑造成戏剧中的正面人物和历史上的英雄与伟人，就

连曹操镇压过黄巾起义军这在 20世纪 50年代很忌讳的“污点”事件，郭沫若也进行了改写，他说:“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

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24]郭沫若之所以如此歌颂曹操，虽然有他自己的历史见解，同时也带有很强的迎合

意味、通过历史剧创作呼应时代号召的趋时用心。毛泽东曾数次表示过对曹操的肯定与赞美，毛泽东 1957 年 4 月 10 日与《人

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正义一方的，汉是没

落的。”[25]1958 年 11 月 20 日，毛泽东又在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上说到曹操，“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现

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26]
。“正是在此

基础上，郭沫若、翦伯赞等人开始张罗为曹操‘翻案’。另外，毛泽东曾经赞誉过的历史人物秦始皇、武则天也不同程度得到

了‘重评’，其中，郭沫若又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历史剧《武则天》，将其塑造为一位胆略过人、体恤民情的女皇帝”[27]。郭沫若

在看他的《武则天》演出后题诗中，曾写下“金轮千载受奇呵，翻案何妨敷粉多”[28]的诗句，在郭沫若《蔡文姬》和《武则天》

这两部历史剧中，由于过分地“敷粉”，“曹操和武则天，远远超越了他们各自所在的历史时空”[29]，这样作者创作前预设的

翻案和歌颂的个人立场盖过了历史优先的原则，使得两剧并非是在重塑古代明主形象，由此剧中具体的情节、细节多有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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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撰之处，剧作呈现的历史感也大打折扣。 

不仅郭沫若的历史剧，吴晗创作的《海瑞罢官》也存在同样的“应景”问题。吴晗并非戏剧作家，他写谈论海瑞的文章和

创作《海瑞罢官》也并非是自然产生的创作冲动，而是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有关人士邀约。1959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七

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党内不敢讲实话真话的不良作风，因为海瑞敢讲真话，毛泽东提出要提倡海瑞精神，宣

传学习海瑞。会议间隙毛泽东观看了清官戏湘剧《生死牌》，更对戏中出现的无私无畏为民除害的“南包公”海瑞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他仔细研读了《明史·海瑞传》，对海瑞精神表示赞许，号召大家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不怕丢官、不怕坐牢的

精神，同时建议要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会后，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发表于 1959 年 6 月 16 日《人民日报》)，

后又受胡乔木约请，相继写了《论海瑞》(发表于 1959 年 9月 21日《人民日报》)、《海瑞的故事》(编入《中国历史小丛书》，

第一版题记的时间是 1959 年 1l 月 14日)、《海瑞》(发表于 1960 年《新建设》第10、11 期合刊)。1959年底吴晗又应北京京剧

团著名演员马连良之约创作京剧《海瑞罢官》，剧本创作用了一年时间，七易其稿，剧本初名《海瑞》，吴晗友人著名植物学家

蔡希陶见剧本不是写海瑞一生，仅写海瑞二三事，且末尾有海瑞罢官归田而去的情节，提议改为《海瑞罢官》，剧本于 1961 年

发表和上演。后来批判《海瑞罢官》时，批判者言吴晗创作此剧的目的是为彭德怀翻案，自属无稽荒谬，吴晗不仅未为彭德怀

鸣冤叫屈，反而在《论海瑞》一文和《海瑞罢官》前言中对右派、假海瑞有批判讽刺之言;不过从创作过程来看，《海瑞罢官》

确是吴晗古为今用、紧跟形势的应景之作。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具体时代环境下，吴晗创作以“海瑞罢官”为剧名的历史剧，

容易触发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人产生联想，加上剧作中还有“退田”“平冤狱”的情节，更使此剧落下了被人指为影射、攻击

现实的嫌疑与口实，这给那些“有心人”提供了栽赃批判《海瑞罢官》的易寻借口。不仅《海瑞罢官》成为斗争的牺牲品，吴

晗本人也因这部剧作首当其冲遭受冲击，于 1969 年冤死狱中。 

20 世纪 50、60 年代其他人创作的新编历史剧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受现实政治影响乃至左右的情形。于此可见，此一时期

在历史剧争鸣与创作中，历史真实原则的呼吁声音显得单薄微弱，历史剧创作屡屡受“古为今用”精神和“为现实政治服务”

原则的强力主导，历史剧表面有历史的外衣但和真实的历史相距遥远。这样创作出来的历史剧虽能适一时之需，却无法具有长

久的生命力，难以成为戏剧与文学的经典。有的过分谀时跟风之作，随着时代风向标的变化很快就被人们抛弃，它们内容上既

不真实艺术上也显得虚假，其中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地吸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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